
一、引言

政府数据开放是指将政府和公共机构依据职
责所生产、创造、收集、处理和存储的数据资源向社
会公开，并由公众自由获取和使用的过程。近年来，
政府数据开放上升为我国的国家宏观战略。2015
年，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
提出，未来着力实施政府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工程。
2018年，中央网信办、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联合印发《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试点工作方案》，全面
部署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贵州开展公共信息
资源开放试点。随着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稳步推
进，关于政府数据开放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政府数据开放常常被看
作技术创新接受、制度合法化、创新技术扩散和政策
扩散的过程，是一个涉及公务员信息素养、创新能力
以及对开放数据的理性认知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行
为。目前，学界对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
数据开放的概念和标准、价值和风险、政府开放数据
的制度建设、推进路径、影响政府数据开放的组织和
环境因素等方面，较少从公务员技术采纳的角度探
讨如何致力于提高公务员对政府数据开放的推动程
度和效果。
技术接受模型（TAM）和计划行为理论（TPB）自

诞生以来，在解释用户接受和使用信息技术的态度
和行为的理论关系中表现出良好的解释力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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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务员是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实施主体，如何激发公务员的推动意愿是实施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关键环节。本研

究整合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基于 305名上海市公务员的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对公务员

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主要受感知有用性、主观规范、

感知行为控制和行为态度等因素的影响，感知有用性对推动意愿的影响效应最强，感知易用性负向显著影响推动意愿；感

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均以行为态度为中介的间接作用对推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感知易用性分别以行为态度和感知行

为控制为中介的间接作用对推动意愿产生正向影响。未来，激励公务员积极从事政府数据开放工作，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

手：通过强制性压力和规范性压力来强化公务员的主观规范认知，进而提高其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自发性意愿；通过风险

防范机制和激励机制等制度设计，提高公务员参与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积极意愿；通过宣传和培训，提升公务员的主观认

同感和知识技能，进而提高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主动性意愿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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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但未能确定哪个理论模型的解释力更强，由于这
两个理论模型都是以理性行为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
的，具有一定的互补性，因此整合后的 TPB和 TAM
比单独使用计划行为理论或技术接受模型的解释力
更强［1-2］。一方面，技术接受模型能够较好地测量公
务员接受新技术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政府数据开
放具有一般创新行为的特点，适合以计划行为理论
为理论模型进行研究。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 TAM
和 TPB的理论整合，构建影响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
开放意愿的概念模型，验证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
性、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等因素对公
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的影响效应，从公务员
主观心理视角探索提升政府数据开放意愿的措施
与对策，为未来政府数据开放纵深发展提供借鉴和
参考。

二、理论探讨与研究假设

技术接受模型是 1989年戴维斯在菲什拜因和
阿杰恩的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用以研究
用户对信息系统的接受度的模型。当前，技术接受模
型的应用领域也正在不断扩展，不仅被用于探究用
户采纳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影响因素研究，还被用
于检验公共部门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实施情况［3］。
尽管技术接受模型已经得到一定的运用，但该模型
主要考虑技术感知属性的影响，而对社会客观因素
的影响关注不够，其解释能力有待提高［4］。计划行
为理论是 1988年阿杰恩在其与菲什拜因的理性行
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是对理性行为理论的继承
和扩展。该理论是心理学领域将个人的信念和行为
联系在一起的理论［5］。计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
向除了由态度和主观规范决定以外，还会受到感知
行为控制的影响。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共
同塑造了个人的行为意图和行为［6］。当前，计划行
为理论在公务员行为意愿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成为有效分析推动政府改革意愿［7］、推动公众
参与意愿［8］、参与廉政教育［9］、学习使用“Web 2.0”
工具［10］、知识共享意愿［11］等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
由于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属于典型的个体
决策与认知行为，因此本文将计划行为理论和技术
接受模型相结合，并应用于政府数据开放的研究之
中，探究技术感知属性和社会客观因素对公务员推动
政府数据开放意愿的作用机制。
（一）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对数据开放推动

意愿的影响
技术接受模型着重探索两个主要决定因素，即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共同对行为意向的决定

作用［6］。感知有用性反映个体认为使用一个具体的
系统对其工作业绩提高的程度；感知易用性反映个
体认为使用一个具体的系统的容易程度［12］。在政府
数据开放中，感知有用性是指公务员对推动政府数
据开放工作的价值收益感知。王慧茹和罗晋［13］的研
究表明，感知收益与开展政府数据开放活动有着显
著相关性。当公务员感知到该行为的结果是“有价值
的”，其推动意愿也愈发强烈。张子良和马海群［14］在
比较北京和上海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实施成效时发
现，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是决定用户使用效果
的决定因素。感知易用性是指公务员对于政府数据
开放信息的掌握程度、对使用开放数据工具和技术
平台以及对执行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等方面的复杂程
度的易用性评估。姚梦山［15］研究指出，易用性是影
响上海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的关键变量之一。
维尔茨［16］以德国使用开放政府数据的公民为研究
对象，通过便利抽样获得 210个研究样本的探索性
分析结果显示，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均对公民接
受开放政府数据的行为意愿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基
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感知有用性对数据开放推动意愿有显著正向
影响

H2：感知易用性对数据开放推动意愿有显著正向
影响
（二）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感知行为控制对数据

开放推动意愿的影响
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的行为意愿和行为是

经过深思熟虑计划的结果，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和感
知行为控制的共同影响［17］。在政府数据开放中，行
为态度反映公务员对执行政府数据开放行为的偏好
和价值的评估［18］，当公务员对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持
积极的行为态度时，它会正向影响其执行政府数据
开放的行为意愿。政府数据开放是一个创新技术接
受的决策过程，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能给政府
自身和社会公众带来诸多益处［13］。从公民的角度来
看，开放政府数据保障了公民对于开放数据的使用
权利，在让公民更了解政府运作的同时，也提高了政
民的互动性；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推行政府数据开放
有利于建设阳光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有研究表
明，对政府数据开放价值收益评价越高的组织机构，
越有可能开展政府数据开放的有关活动［13］。对开放
数据持积极态度的公民，持续使用开放数据网站的
意愿也越强烈［19］。因而，公务员能否感知到推动政
府数据开放的意义和价值，是其推动数据开放意愿
强烈与否的关键要素。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行为态度对数据开放推动意愿有显著正向

行政改革 45



影响
在政府数据开放中，主观规范反映了公务员在

从事政府数据开放工作时，受到其他个体、组织或群
体期望的影响效果［13］。按照客体对主体的影响程度，
主观规范一般可以划分为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
两类［17］。指令性规范是指公务员感知到的来自上级
领导、社会公众、同级机构等重要利益相关者要求改
革的压力，对于政府公务员而言，他们长期处在集体
主义氛围浓厚的组织结构之中，具体表现为更加服
从明确的群体规范；示范性规范表现为单位同事积
极主动参与数据开放工作所带来的“同伴效应”，如
果公务员在政府数据开放工作中得到了单位同事、
上级领导和公众的积极正面反馈，那么公务员推动
政府数据开放的意愿也会愈发强烈［20］。有研究表明，
主观规范对行为意图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杨东谋
和吴怡融［21］的研究表明，外部影响对政府数据开放
采纳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政府数据开放行为有
促进作用；换言之，当组织内部感觉到来自上级政府
的强制性压力、同级政府间的竞争压力以及公众对
于开放数据的规范性压力时，政府机构会倾向于接
受并推进政府数据开放进程。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主观规范对数据开放推动意愿有显著正向
影响

在政府数据开放中，感知行为控制反映了公务
员根据过去经验以及预期障碍对推动政府数据开放
工作作出的判断［17］。公务员执行政府数据开放的感
知行为控制能力越强，那么可控的外部因素越多，则
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也越强烈。在推动政府数据
开放过程中，感知行为控制主要包括公务员对推动
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掌控程度、知识储备程度、对具
体工作的了解程度等方面的感知［21］。有研究表明，
感知行为控制对行为意图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如
果公务员有能力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或能够轻易地掌
握政府数据开放的技术技能时，他们推动政府数据
开放的意愿会更为强烈［20］。维尔茨［16］基于德国联
邦州政府的 265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公务
员的网络能力对其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有显著正
向影响。显然，当公务员熟练掌握政府数据处理的流
程与操作以及具备数据收集、数据管理等方面的能
力时，他们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意愿也会更为强烈。
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5：感知行为控制对数据开放推动意愿有显著
正向影响
（三）中介效应
根据技术接受模型可知，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

用性是影响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行为态度的重

要因素。戴维斯［22］的研究指出，感知易用性是影响
感知有用性的关键变量之一，当公务员认为自身对
推动政府数据开放信息掌握较多、对推动政府数据
开放方式较为了解时，其易用性的评价会相对较高，
进而促进其有用性感知的提升，对推动政府数据开
放的行为态度也会愈发积极。阿塔尔［23］的研究表
明，感知有用性是影响政府机构对开放数据态度的
关键变量。当公务员发现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可以提
升政府治理能力、创造更大的价值收益时，公务员对
于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有用性感知会相应提升，进
而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行为态度愈发积极；反之，如
果公务员认为开放数据之后并不能为单位和自身带
来更高的收益感知，也无法提高单位工作效率、服务
质量和运作有效性时，公务员可能会产生消极怠工
的行为态度。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可知，感知行为控制
反映出个体对促进或阻碍因素的知觉，取决于个体
感知到执行某一特定行为的容易或困难程度［24］。当
公务员认为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易于执行时，也会认
为自身对该行为的可控程度越高，对行为后果将更
趋近于自身期望，进而会增强其推动政府数据开放
的行为意愿。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6a：感知有用性通过行为态度的中介作用影响
数据开放推动意愿

H6b：感知易用性通过行为态度的中介作用影响
数据开放推动意愿

H6c：感知易用性通过感知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
影响数据开放推动意愿

基于上述假设，本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和计
划行为理论构建了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意愿影
响因素的概念模型（见图 1）。

三、研究设计与样本选择

（一）变量操作化定义与测量
本研究从公务员对执行政府数据开放政策、学

习如何开放政府数据、使用政府数据开放工具和技
术平台的难易程度等方面的感知来考察公务员对政
府数据开放的感知易用性；从公务员对推动政府数

感知有用性
（PU）

行为态度
（BA）

推动意愿
（PW）

感知行为控制
（BC）

感知易用性
（PE）

主观规范
（SN）

图 1 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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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开放工作能够提高单位的运作表现、工作效率和
提升服务质量等方面的价值感知来考察公务员对政
府数据开放的感知有用性；从公务员对推动政府数
据开放的评价、想法和喜爱程度等方面来考察公务
员对政府数据开放的行为态度；从公务员所在单位
同事谈论和参与政府数据开放工作情况、领导支持
程度和公众满意度等方面来考察公务员对政府数据
开放的感知主观规范；从公务员对政府数据开放工
作的掌控程度、知识储备程度和对工作流程的了解
程度等方面来考察公务员对政府数据开放的感知行
为控制；从公务员自身推动数据开放意愿、参加相关
工作意愿和鼓励单位同事参与等方面来考察公务员
对政府数据开放的推动意愿。对于研究中所涉及的
变量，均以调查问卷量表的形式，以 Likert 7分法衡
量，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通过问
卷量表的方式将变量数值化，基于此，考察各变量间
关系，从而达到实证分析的目的。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收集
研究中筛选确定的 305份上海市公务员有效样

本的基本情况如下：在性别构成中，男性占比 50.2%，
女性占比 49.8%；在年龄分布中，主要集中在 25—
39岁，占比 70.8%；在学历分布中，受访者受教育水
平相对较高，本科及硕士学历者占比高达 92.5%；在职
位分布中，非领导职位占比 84.9%；在职级分布中，
科员和副科级占比相对较高，分别为42.6%和26.2%；在单
位层级分布中，市政府占比 44.3%，区政府占比 36.4%，
镇 /街道政府占比 19.3%。整体而言，本次调研的受
访公务员在性别、年龄、学历、工作年限、职位、职级
的分布上较为均匀，样本构成满足样本代表性和多
样性的要求。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质量分析
在数据分析之前，本研究参考波德萨科夫［25］建

议的方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构建了一个共
同方法偏差虚拟因子。结果显示，加入共同方法偏差
虚拟因子的模型与未加入共同方法偏差虚拟因子的
模型相比并没有得到显著改善，CFI和 TLI变化幅
度不超过 0.1，RMSEA和 SRMR的变化幅度不超过
0.05，表明本研究不存在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运用数据可靠性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
析，来检验测量模型中各潜变量的信度与效度。在采
用学术界广泛使用的 Cronbach’α 值系数大于 0.8
的判定标准的基础上［26］，对模型进行了信度检验，
主观规范、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推动意愿、感知
行为控制的 Cronbach’α 值分别为 0 .957、0 .901、

0 .969、0.952、0.952、0.955，均高于 0.9，表明本研究
所使用的各测量尺度较为可靠，相关题项之间具有
较高的一致性。聚敛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
明，各变量的测量题项因子载荷均在 0.8之上，组成
信度均高于 0.8，8 个潜变量的 AVE 均高于 0.5，可
见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区分效度验证性
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从单因子到六因子验证
性因子分析，测量模型的各项拟合效果愈发理想，六
因子的测量模型的拟合度最好，各项系数分别为：
X2/df值为 2.315、RMSEA值为 0.066、CFI值为 0.966、
TLI值为 0.963、SRMR值为 0.0411。综合来看，本研
究的各潜变量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

（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由表 2可知，感知有用性的均值为 5.38，标准差

为 1.03；感知易用性的均值为 4.27，标准差为 1.26；
行为态度的均值为 5.58，标准差为 0.97；主观规范的
均值为 4.94；标准差为 1.11；感知行为控制的均值为
4.16，标准差为 1.42；推动意愿的均值为 5.49，标准
差为 1.11。主观规范与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推
动意愿、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的相关系数分
别为 0 .620、0.580、0.587、0.587、0.598。感知易用性
与感知有用性、推动意愿、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
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487、0.352、0.435、0.783。感知
有用性与推动意愿、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的相
关系数分别为 0.558、0.687、0.402。推动意愿与行为
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546 和
0.370。行为态度与感知行为控制的相关系数为 0.359。
这一分析结果是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中介效应
检验的基础。
（三）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在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之前，本研究首先进

行模型适配度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卡方与自由度之
比为 2.888<3；RMSEA 为 0.079<0.080；NFI 为 0.929
>0.90；CFI为 0.952>0.90；TLI为 0.943>0.90，表明概
念模型的设定具有合理性和可接受性。
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及其标准化路径系数的

估计值、显著性和检验结果如表 3所示。分析结果表
明，感知有用性对公务员推动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X2/df RMSEA CFI TLI SRMR

六因子模型：SN;PE;PU;PW;BA;BC 2.315 0.066 0.966 0.963 0.0411

五因子模型：SN+PE;PU;PW;BA;BC 5.060 0.116 0.897 0.878 0.0797

四因子模型：SN+PE;PU+PW;BA;BC 9.707 0.169 0.774 0.738 0.1179

三因子模型：SN+PE;PU+PW;BA+BC 13.096 0.199 0.681 0.637 0.1791

两因子模型：SN+PE+PU+PW;BA+BC 16.277 0.224 0.593 0.542 0.1853

单因子模型：SN+PE+PU+PW+BA+BC 18.472 0.240 0.530 0.475 0.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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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0.255，p<0.001），假设 H1通过检验；感知易用
性对公务员推动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β＝-0.314，
p<0.01），假设 H2未通过检验；行为态度对公务员推
动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24，p<0.01），假设
H3通过检验；主观规范对公务员推动意愿有显著正
向影响（β＝0.418，p<0.001），假设 H4 通过检验；感
知行为控制对公务员推动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β＝0.292，p<0.01），假设 H5通过检验。同时，检验
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对行为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β＝0.524，p<0.001），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有
显著正向影响（β＝0.430，p<0.001），感知易用性对
行为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β＝0.077，p<0.05），感
知易用性对感知行为控制有显著正向影响（β＝0.854，
p<0.001），这一分析结果是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的基础。

（四）中介效应分析
本研究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多重中介效

应分析。由表 4所示的分析结果表明，感知有用性通
过行为态度的中介作用对公务员推动意愿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该特定路径中介效应为 0 .117
（=0 .524×0.224），达到 0.05 的显著性水平，假设
H6a通过检验。感知易用性通过行为态度的中介作
用对公务员推动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特定
路径中介效应为 0.017（=0.077×0.224），达到 0.05
的显著性水平，假设 H6b通过检验。感知易用性通
过感知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对公务员推动意愿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特定路径中介效应为 0.249
（=0.854×0.292），达到 0.01 的显著性水平，假设
H6c通过检验。此外，感知易用性通过感知有用性的
中介作用对公务员推动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该特定路径中介效应为 0.110（=0.430×0.255），达
到 0.01 的显著性水平；感知易用性还会通过感知有
用性与行为态度的中介作用对公务员推动意愿产生
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特定路径中介效应值为 0.051
（=0.430×0.524×0.225），达到 0.05 的显著性水平。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的整

合模型，对上海市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影响
因素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影响公务员推动政府数
据开放意愿的关键因素，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行为态度对公务员推动意愿有显著正向影
响，这一研究结果与楠［27］和费瑞尼等学者［19］的研
究观点相一致，表明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态度
越积极，其推动意愿越强烈。主观规范对推动意愿的
影响同样显著为正，且影响程度最强。这一研究结果
与施普斯［28］的研究观点相一致，其原因在于：当前
政府数据开放的推广路径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公
务员对于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认识主要是遵从制度
性安排，在实施过程中，其推动意愿会受到单位同事
参与情况、领导支持程度以及公众满意程度的影响，
因此，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主观规范越支持，
其推动意愿越强烈。感知行为控制对推动意愿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与朱春奎、陈彦桦和徐
菁媛［20］的研究观点相一致，说明在公务员感知到执
行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可控（或掌握）程度越高时，
其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意愿也会越强烈。

2.感知有用性对公务员推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该研究结果与杨东谋和吴怡融［21］的研究结论
相一致，说明感知有用性可以作为鼓励公务员推动
政府数据开放的重要推动力，即在公务员认为开放

表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均值 标准差 主观规范 感知易用性 感知有用性 推动意愿 行为态度 感知行为控制

主观规范 4.94 1.11 1
感知易用性 4.27 1.26 0.620** 1
感知有用性 5.38 1.03 0.580** 0.487** 1
推动意愿 5.49 1.11 0.587** 0.352** 0.558** 1
行为态度 5.58 0.97 0.587** 0.435** 0.687** 0.546** 1
感知行为控制 4.16 1.42 0.598** 0.783** 0.402** 0.370** 0.359** 1

路径关系 非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
感知有用性→行为态度 0.520 0.524 0.048 0.000
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 0.429 0.430 0.047 0.000
感知易用性→行为态度 0.077 0.077 0.040 0.035
感知易用性→感知行为控制 0.858 0.854 0.063 0.000
感知有用性→推动意愿 0.256 0.255 0.066 0.000
感知易用性→推动意愿 -0.314 -0.314 0.110 0.004
行为态度→推动意愿 0.223 0.224 0.071 0.002
主观规范→推动意愿 0.420 0.418 0.050 0.000
感知行为控制→推动意愿 0.291 0.292 0.109 0.008

表 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表 4 中介效应分析
路径关系 系数 标准误 显著性

感知有用性→行为态度→推动意愿 0.117 0.052 0.014

感知易用性→行为态度→推动意愿 0.017 0.011 0.025

感知易用性→感知行为控制→推动意愿 0.249 0.230 0.003

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推动意愿 0.110 0.045 0.010
感知易用性→感知有用性→行为态度→推动
意愿 0.051 0.024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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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数据的结果有用时，其开放政府数据的意愿会
越强烈。在公务员认识到推动政府数据开放可以帮
助提高单位运作的有效性、工作效率以及服务质量
时，公务员将会进一步参与推动政府数据开放进程。
感知易用性对公务员推动意愿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这一结论在同类研究中较为少见。可能的解释是：尽
管公务员认为使用政府数据开放的工具和平台易于操
作，执行政府数据开放政策较为简单，但由于开放数据
涉及安全和涉密问题，且缺乏免责机制［29］，因此公务
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易用性越高，承担的风险责
任越大，对推动意愿的反向作用也越强。

3.感知易用性通过感知行为控制的中介作用对
公务员推动意愿产生间接影响，感知易用性还通过
感知有用性的中介作用对公务员推动意愿产生间接
影响。一方面，在公务员认为自身对政府数据开放的
信息掌握较多、对政府推动数据开放的方式较为了
解时，他们对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有用性感知会相
对提高，推动意愿也会愈发积极；另一方面，在公务
员对于政府数据开放政策的实施情况以及学习如何
使用政府数据开放的工具和平台的易用性感知程度
越高时，则越发认为自己有能力执行政府数据开放
工作，进而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意愿也越强烈。由此
可见，当公务员感知到能够胜任工作，从而会对工作
有更多正面认知和评价，会更认真履行职责，形成更
主动的工作行为投入，从而意味着更高的工作绩效［30］。
此外，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均通过行为态度的
中介作用对公务员推动意愿产生间接影响；感知有
用性对推动意愿的间接影响大于感知易用性。对于
公务员而言，他们更加关注推动政府数据开放所能
产生的实际效用，而对参与和实施政府数据开放的
难易程度关注较少。如果公务员在认为推动政府数
据开放工作对于政府内部、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较为
有利时，就会提高其推动数据开放的积极态度，进而
使其推动意愿得到增强。
（二）建议
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研究对政府开展数据开

放工作，激励公务员积极从事政府数据开放工作提
出如下建议：

1.通过强制性压力和规范性压力来强化公务员
的主观规范认知，进而提高其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
自发性意愿。一方面，高层领导通过权威重视、责任
分包、检查督导、绩效考评，形成自上而下的压力，在
较短时间内形成对公务员实施政府数据开放的推动
力；另一方面，鼓励企业、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公众
的支持和参与，建立健全相关机制和基础设施，将推
力与压力相结合，形成有效的动力机制。

2.通过风险防范机制和激励机制等制度设计，
提高公务员参与政府数据开放工作的积极意愿。一
方面优化政府数据开放的风险防范机制，建立统一
的数据使用管理方案，制定统一的隐私保护规范，开
展跨部门的隐私保护工作，实现技术层次和管理层
次的合作，预防数据开放的隐私泄露，提高政府数据
开放风险防范能力，从而弱化公务员因数据开放带
来的风险感知力，降低对政府数据开放的消极态度，
甚至抵制情绪；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公务员参与政府
数据开放工作的激励机制，对任务实施过程中表现
突出、作出积极贡献的个人给予奖励，充分利用现有
资源积极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

3.通过宣传和培训，提升公务员的主观认同感
和知识技能，进而提高公务员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
主动性意愿和能力。一方面通过宣传数据开放的成
功案例、公众参与的成功举措，向公务员传达政府数
据开放的积极意义，培养公务员对推动政府数据开
放的主观认同感；另一方面，加大对公务员技术应用
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力度，使公务员具备推动政府数
据开放的相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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